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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號/目 

關鍵詞：情境判斷測驗( Situational judgment tests, SJT)、人際關係(Interpersonal skills)、人力資源(Human resources)、性向測驗(Aptitude tests)
內容摘要：

這份報告是針對1997-2007年情境判斷測驗所作實證研究的後設分析，論及情境判斷測驗的方法、歷史跟發展，其中電腦化測驗的研究也被應用於情境判斷測驗的研究上。本報告從信度（reliability）、效標關聯效度（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增進效度 （incremental validity）、構念效度（construct-related validity）、實用性(utility)、負面效應（adverse impact）、應試(徵)者的看法(applicant perceptions)、造假性(fakability)及練習跟訓練的影響（practice and coaching effects）等要項來討論情境判斷測驗的效用。研究發現：情境判斷測驗的優點在於顯示出校標關聯效度跟增進效度都在認知能力跟人格測驗上，情境判斷測驗對少數族群的負面效應較少(特別是SJT中的認知負載較低)。對於情境判斷測驗應試者的反應是正面的，而且可以讓大批的受試者同時施測(也可透過網路)。情境判斷測驗的缺點，在於測驗易於造假，和受練習、訓練影響，因此對於情境判斷測驗的建構也有許多的爭議。除了美國之外，情境判斷測驗尚未普遍運用於歐洲或其他國家人才甄選，這份報告將增加引進SJT的價值，並對我國警察人才甄選提供建言。最後附錄提供一份美國執法人員情境判斷測驗的說明與實例。
關鍵字：情境判斷測驗( Situational judgment tests, SJT)、人際關係(Interpersonal skills)、人力資源(Human resources)、性向測驗(Aptitude tests)
貳、目的與過程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於民國自90年3月16日（西元2001年）與美國維吉尼亞州雪蘭多大學(Shenandoah University)相互締約結為姐妹校，簽訂姐妹校學術合作交流協議書，依據締約內容，雙方約定定期派員互訪做學術交流。本次交流係以訪問學人之身份前往，並代表本校校長向雪大校長Dr. Tracy Fitzsimmons轉贈紀念品，傳達加強兩校交流之情誼。行程規劃包括對美國都會警務進行資料蒐集，並針對民國100年警察特考新制增加「警察情境實務測驗」蒐集相關文獻，而過去國內相關研究極少有此領域之探討，美國執法機構人力招募時進行「情境判斷測驗」已行之有年，本報告以國外文獻作為後設分析之基礎，提供警察考選之參考。
參、進修心得：情境判斷測驗之研究回顧

前言

近年來，許多人才招募公司的客戶在第一階段面試中需要應試者更多的基本資料及人際能力。然而，他們傾向於將個人能力檔案建檔，人才招募公司在初試中尋求一個更有效的方法來測試應試者的能力。軍方對於新進的軍官面臨著高度的耗損，顯然新進的軍官對於從事軍職有太多的浪漫想法，軍方希望在人才招募網站上能有實際的工作概況簡介。因此，網站上的人才招募測試包含對軍事工作有潛力的測試者給於簡短的軍事領導能力情況模擬 (包含圖片)並要求該如何反應，正確答案的結果會回饋給作答人員。
美國警察招募時亦針對情境判斷能力進行評估，不過受測者都尚未接受過警察訓練，它是一種判斷能力的特質評鑑，並非用於訓練後的成效評估。警察執勤時常面對各種突發的情境，所以在特質上需要挑選有很好應變能力的人。身為公僕，警察常常會發現自己受理民眾報案後需要迅速作出決定，良好的推理和常識應用能力是必須的，情境判斷的考題就是用來測量一個人評估狀況所需的思考處理能力。評鑑取決於一個人破解問題的分析能力，它決定於反應的層次以及人在做最適當的回應所需的策略，了解一個人為何回應一個情境，跟知道他們要如何做是一樣重要的。

情境式的問題是以故事的形式呈現，你將會被提供包含特殊案情或事件的事實，這些故事通常是警察在平常執法時可能的經歷，你將會認識很多這種案例。永遠要記得故事或情境只是字面的，不要曲解或猜測非屬於描述的事。受測者常常會想著情境題想考些什麼，而不是其實際描述的情況。記住以上的解釋，才能真正了解這個測驗。除了口語及背景的訪談外，心理測驗很常運用這類情境問題所提到的許多困境來編題。

許多國家，以認知為主的預測通常被用在甄選考試，雖然認知為主的考試對於預測學術表現非常有用，但也展現高度的負面效應，試圖擴大專業能力的標準化測驗是未來的趨勢。為何情境判斷測驗( Situational judgment tests, SJT)在美國人力篩選中逐漸普及化? 概括地說，就情境化的評量來說，情境判斷測驗對受試者來說是具有吸引力的，因為在初選中可以用來測試一大群人的人際關係能力。同樣的，近年來的情境判斷測驗研究越來越興盛(Weekley and Playhart，2006年提出)，儘管這項趨勢還在研究及發展中，而SJT也尚未進入歐洲及其他國家。例如，最近的使用選任制度資料顯示所有使用SJT的國家使用度比不上其他最常使用的甄選制度，如認知測試和性向測驗，只有在二十個國家當中有兩個例外：美國跟香港。此外，更令人訝異的是，人才選任的使用手冊中沒有一章有SJT的內容，最主要的原因是受試者對於應甄過程中的情境判斷測驗過程不熟悉，另一個原因可能是受試者則是對於流程及內容太熟悉而影響結果。


看起來SJT既沒有被廣為人知，也只在少數的報告被引用。首先，我們要展現SJT的「基本環節」，這些問題包含了：什麼是SJT? 跟評鑑中心法(Assessment Center, AC)的甄選測驗有何不同? 如何發展? 第二，討論SJT背後的實證，換句話說，什麼是SJT在實證上展現的優點跟缺點? 
情境判斷測驗之內涵與歷史


SJT是一種受測方式，展現目前應試者對於工作有關的情境及對這些情境可能的作答方式。應試者必須指出哪一個作答選項是他們所選擇的。SJT的歷史久遠(McDaniel et al., 2001年提出)，跟AC相同，SJT的來源可以追溯到公務員跟軍人的測驗，更可以追溯到二次世界大戰時SJT的使用，最新的SJT版本是由Motowidlo等人於1990年所發明的。這些「近代版」的SJT有下列的特徵(McDaniel and Nguyen, 2001; Weekley and Ployhart, 2006年提出)。第一，SJT展現應徵者與工作相關的情境，相關的工作情境可以增加SJT選項上的關聯性。然而，模擬的情境不同便會反映在SJT的真實性上。「工作情境的真實性」是指每一種工作情境包含情境如何在工作場合中發生。以上所述，書面式的情境判斷測驗(written SJTs )跟錄影式或是多媒體式的情境判斷測驗(video-based or multimedia SJTs )有所區別。根據前者，書面式的情境判斷測驗(written SJTs )是由書面方式呈現情境，而應試(徵)者則被要求從中選出出最適合的答案，因此，書面式的情境判斷測驗是低真實性。相反的，錄影式的情境判斷測驗(video-based SJTs )包含了許多的影片場景，每一個場景都描述了劇中人如何解決一般的工作相關情境。在爭議性的「實況時刻」，情境結束而每個應試者則必須選出一個答案選項 (Dalessio, 1994; Smiderle等人., 1994; Weekley and Jones, 1997)。受測者看到的問題跟答案選項，多媒體式和錄影式情境判斷模式基本上大致相同，唯一的例外是CD跟DVD則介於中間值(VCR除外, McHenry and Schmitt, 1994年提出)。多媒體式和錄影式情境判斷測驗使得內容表現豐富，增加了模擬的真實性以及效度(如下描述)。


第二，SJT的答案選項是單一選擇題( multiple-choice item format )，這代表應試者必須從一串的答案選項中選出答案。再者，答案形式可能會以書寫式(低反應真實性)或錄影式(高反應真實性)的方式呈現。此外，應試者不須被要求表現或報告實際的行為(高真實性)。這項特徵顯示了SJT與其他高真實性練習(AC)的不同，而不同點在於提供應試者反應真實的工作行為反應，並由訓練有素的專家觀察及評鑑。令人注意的是SJT跟情境面試相同，面試者以口語回答開放式的答案。


一些其他SJT的反應模式也值得注意。有時候應徵者對情境的回答影響了下一個出現的情境。所以，應試者得挑選出答案的順序。這項模式指出應徵者不是被要求回答相同的題目，這些SJT是「分枝」、「嵌套」或是「互動」的情境判斷測驗 (Olson-Buchanan 等人, 1998年提出)。利用科技發展SJT的可能性是承繼多媒體情境判斷測驗，根據應徵者對前一幕的影片回應，繼續提供不一樣的部份影片給應試者。這使得SJT能夠模擬互動的特性，來維持某個程度上的標準化(參考以下針對錄影帶式SJT效度的研究報告)。除了分枝外，另一個作答的模式會根據SJT的操作指示，分成知識形式knowledge format(什麼是最好的答案)或是傾向行為形式behaviorural tendency format(你最有可能採取哪個行動?)。如McDaniel 等人 (2007)所顯示,SJT知識作答的操作可測量最佳表現。跟認知能力或工作知識考試一樣，SJT知識的部份，應試者將會盡力表達是否他們知道什麼是最有效能的答案。相反的，傾向行為(behaviorural tendency)模式用來測量典型的表現，因為應試者跟人格量表一樣需要報告他們的反應。


SJT最後的一個特徵以評分關鍵為發展先驗要素(a priori)，這表示沒有鑑定者或評分者來評定應試者的行為。根據這些來說，SJT跟生物數據記載有相同之處，相同點在於SJT是根據專家或實驗觀點來評分的。


結論上，這些特徵區分了SJT與AC的相同點與差異性(表格1)，SJT與AC的相同點在於雙方都建構在行為一致性(behavioural consistency)和心理真實性(psychological fidelity )的規則。此外，這兩種方法能抓住大部分的概念，而不同點在於SJT可以透過網路讓許多人測試，而AC只能在特殊的地點對少量樣本群測試。更重要的是，AC練習是高度真實性的模擬因為有經驗的評分者會針對應徵者的立即反應行為給於評分。相反的，SJT是低真實性的模擬，應試者必須從有限的選項中挑選一個最「正確的」答案。有鑑於此，標準化是明確的，因為每個人都要接受相同的情境(SJT題幹例外)，而評分關鍵就在於發展先驗要素(a priori)。

Table 1.

	
	情境發展測驗
	評鑑中心法

	不同的模擬
	低真實性模擬測量各種構念
	高真實性模擬測量各種構念

	刺激


	情境化跟工作有關

標準化書面式跟錄影式情境
	情境化跟工作有關

標準化的內容跟操作

	作答
	書寫作答

自我報告

單一選擇題
	應徵者無預期的行為或角色扮演

行為作答

其他報告

開放式回答

	分數
	先驗預估(專家為主或是實證)
	專家在線上(或是錄影帶)觀察及評分

	使用
	選出

大批樣本(網路)
	選入

小量樣本


情境測驗發展的過程　　　　　　　　　　　　　　　　　　　　　　　　　　　　　　　　　　　　                

根據 Motowidlo 等人 (1990)所描述，情境發展測驗的過程有三個階段。發展從工作分析開始，相關主題專家(執行人員、主管、顧客)從工作情境中選出具爭議的事件或是檔案中的案例。SJT的發展者把目標放在蒐集解決特殊事件的面向，或是跟工作相關的概念(Bergman et al., 2006)。然而，下列所述不代表這些內容範圍是根據SJT的特徵分析得來。在收集這些爭議性的事件前，出題者先蒐集這些事件並選出代表性情境，及重新編製讓這些情景考題具有相同的長度跟格式。


在第二個階段中，不同主題專長的專家跟沒有經驗的員工針對問題的情境提出一個或多種的看法，主題專家的作用在於能夠辨別什麼是最好的答案及略差一點的答案。而沒有經驗的員工的看法同樣的有用處，因為可以提供較多範圍的答案。在蒐集完答案複本之後，SJT的出題者開始編輯這些作答複本，讓答案的項目能更擴大。


最後一個階段是評分關鍵的發展。雖然SJT的單一選擇題有許多的評分方式(Bergman 等人2006年提出)，「理性rational」和「實證empirical」方式是最容易區分的。當SJT的答案以理性評分，專家（有經驗的員工）則可針對答案判斷是否為有效的回答，或是確認最好及最差的答案。最好的答案被視為是正確的，而最差的答案則是不正確的。當SJT的答案以實證來評分，被視為是大規模的樣本。接下來，根據每個人對不同情境所表達的答案（答案複本）所得到的效標差異（如工作表現）而選入。答案選項通常來自評分效標中個人表現良好且選出正確答案的人，而表現較差的則被選入不正確的答案選項。就是說，混合的評分配置用來連結理性跟實證的評分系統。

SJT的優點跟缺點

在這個部分，我們要根據SJT的實證研究來探討他的潛在優點跟缺點。因此，本研究從SJT相關的實證研究的電腦化數據(例如，網路科學)。出版的年限從1990到2007年，另還從參考書目中找到其他出版或是尚未出版的研究，總共有52篇文章之多。SJT的效能仍被廣泛的包括「硬式hard」和 「軟式soft」 的心理學評量， 本研究以信度（reliability）、 效標關聯聯效度（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增進效度 （incremental validity）、構念效度（construct-related validity）、實用性(utility)、負面效應（adverse impact）、應試者的看法(applicant perceptions)、造假性(fakability)及練習跟訓練效果的影響（practice and coaching effects）為分析單元，分述如下：
信度

大部份先前SJT信度的研究都檢視內在的一致性（internal consistencies），後設分析家McDaniel等人(2001)認為內在一致性數據變化在0.43 和0.94之間。研究中認定導致內在一致信度的差異有各式各樣的原因。邏輯上來說，SJT的長度佔重大的因素，較長的SJTs有較高的內在一致性。此外，Ployhart and Ehrhart (2003)發現作答的操作流程也會影響內在的一致性。要求應試者「依答案的效能依序排列」擁有最高的一致性(0.73)，要求應試者必須「選出兩個選項」（選出最好的跟最差的答案）降低了內在一致性(0.60)，而要求應試者根據指示只能「選出一個答案」（例如，哪一個是最有效的答案？）則成為最低的內在一致性(0.24)。


研究發現SJT因素分析中證實可能會有多維度量測(multidimensional )的低內在一致性(internal consistencies)。這項SJT原因分析研究顯示出許多難以說明的原因(Schmitt and Chan, 2006)。把SJT當成一種與工作相關的知識、技能和能力(KSAs)的測量方式並不令人驚訝(McDaniel et al., 2001; McDaniel and Whetzel, 2005; Weekley and Jones, 1999)。例如，SJTs近來被拿來測試團隊工作能力的面向 (McClough and Rogelberg, 2003; Morgeson et al., 2005; Stevens and　Campion, 1999)、航空機師評定(Hunter, 2003)、員工篩選測驗 (Becker, 2005)、呼叫中心的表現 call-centre performance (Konradt et al., 2003)或是學術表現(Oswald et al., 2004)。


SJT的多維度量測(multidimensional )提出了一個疑問，當內在一致性是唯一個適合多維度量測考試的評量時，是否內在一致性也是一個良好的測量信度方法?(McDaniel and Nguyen, 2001;Motowidlo et al., 1990)。重測信度被認為用來評定SJT的效度是較好的測量方式。一些研究也詳細檢視SJT的重測效度。例如，Ployhart 等人(2004)提出 0.84的重測信度。Bruce and Learner (1958) 和Richardson, Bellows, Henry & Co.(1981) 發現對於為了「工作管理練習測驗」的「工作管理練習測驗」重測信度範圍介於0.77 to 0.89。簡而言之，近來的研究表示具備更多題組的SJT的重測信度是令人滿意的。

效標關聯效度


甄選練習的關鍵問題在於甄選的過程是否能預估工作相關的效標。各項資料已經檢驗出是否SJT在工作表現中是好的預估指標。McDaniel等人在2001年分析指出由SJT (透過95份研究) 中的第一份數據在雇用場景中的效標關聯效度。校正關聯性(corrected correlation)在SJT跟工作表現之間是0.34(未校正關聯性= 0.26)。因此, 效標關聯係數中的重要變項透過目前研究使人聯想到第三變項(moderator)的存在。SJT中主要第三變項的效度跟用在發展SJT的工作分析有關。SJT用在工作分析證明有較高的效度，跟那些不具工作分析的 (0.38 比 0.29)相比。 除了SJT在雇用場景中有好的效度之外，近來的研究也顯示SJT在教育情境中可以是有效的預測指標（當成部分的入學考試，Lievens et al., 2005a, b;Oswald et al., 2004)。


有三個一般的假說解釋為何SJT要預測工作表現(Motowidlo et al., 1990)。第一個解釋表示未來行為的最好預測指標就是透過過去的行為（例如，行為一致性規則）。因此，假設應試者在選擇情境中的表現將可持續，並用來預測應試者之後工作上的表現。第二個假說則是SJT測量了應試者的目的跟目標（目標設定理論），而最後一個假設則是SJT測量建構出普遍性, 健全性或是工作上有用的預估指標，如程序性知識、操作智慧、一般認知能力或是人格測驗（下述）。目前，仍然有許多重要的推測跟精確的機制 (mechanism)有關，透過SJT跟工作相關的表現。


有關書寫式情境判斷測驗或是錄影帶式（多媒體）情境判斷測驗對工作表現具備較好的預估指標是一個有趣的議題。從另一方面來探討，錄影帶式跟多媒體式的情境判斷測驗可能有較高的真實性，因為影片中顯示較豐富的及詳盡的細節，也較吻合真實的工作行為表現，而這也會有較高的效標關聯效度。然而，另一方面，當認知能力成為工作表現上一項預估的指標，錄影帶式和多媒體情境判斷測驗可能會有較低的效度，因為他們非認知導向（例如，降低閱讀部分）。因此，錄影帶式可能會誤嵌入無關的情境資訊而導致SJT的低效度帶來更多的錯誤。Lievens and Sackett (2006a)試著去檢驗這些斷言，就像他們示範了用書寫式替代現有的錄影帶式SJT（讓內容一致）顯然地降低了測試的效標關聯效度。此外，書寫式版本對於認知能力顯然有較高的關聯性。

增進效度


除了一項預估指標的效力，透過其他更有基礎的評估可由理論上跟實務上兩種檢驗來SJT的預估效力。一般指的是增進效度（incremental validity)，使用附加預估評量的價值來自實用性的論點，當她們增加效標中附加變項，此為花費較少的評鑑方式(Schmidt and Hunter, 1998)。


之前各種的研究已經檢視了是否SJT的確能夠增加工作表現的預測，關於工作認知、工作知識、工作經驗及人格。(Chan and Schmitt, 2002; Clevenger et al., 2001; Lievens et al., 2005a; McDaniel et al., 2001; Oswald et al., 2004; Weekley and Jones, 1997, 1999). 近來 McDaniel 等人在 2007年，處理SJT的增進效度後設分析(meta-analysis)，他們推定出SJT資料提供的增進效度分析在認知能力從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成比例變化。再者，SJT資料在人格的增進效度上估計在百分之六跟比分之七之間。最後，SJT的資料在認知能力跟人格方面的增進效度範圍則在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另一項新的研究發現SJT的增進效度在一般的評估跟標準方面是不ㄧ樣的，例如，SJT的資料解釋了關於認知能力的增進效度(而不是在人格上)用來預測情境表現。(O’Connell 等人，2007年).


雖然這項研究的基礎證明了SJT的增進效度在其他的預測指標(predictor)，但仍是要對此提出ㄧ份警告，McDaniel等人在2007年認為：SJT跟工作表現、認知能力和五大人格特質(Big Five)的關聯有很大的不同，能夠清楚的建構SJT場景中提供的多項混和預測(predictor composite)或是接近零的增進效度(zero incremental validity)(McDaniel et al., 2007, p. 83)。

構念效度

經過多年研究，各種能力構念都跟SJT有了聯結，根據1985年Wagner 和Sternberg提出SJT的目的並非測量學術智能(認知能力)，他們提出SJT係測量「內隱知識 tacit knowledge」或是「實用智能 practical intelligence」，但其他的研究並不支持這項論點，而且表示SJT跟認知能力是有關聯的(McDaniel and Whetzel, 2005)。在2001年McDaniel等人在後設分析(meta-analysis)發現，就算不同評估方式中有重大的變化，整體上，SJT顯示在認知能力上有0.46的相關，例如，錄影式為主的SJT相對於書寫式的SJT具有較低的認知能力相關性(Weekley and Jones, 1997)。另一個例子，根據有工作分析的SJT相對於沒有工作分析的則擁有較高的認知能力關聯性(0.50比0.38)。即使如此，仍然有其他的研究者認為SJT是工作知識、工作經驗、或是人際變數的替代測量方法 (McDaniel and Nguyen, 2001; Weekley and Jones, 1999) 。


然而，每個SJT的範圍建構大不相同，這點並不令人感到訝異，當SJT的項目可能由大範圍的情境且不ㄧ樣的內容，應試者必須進入模擬，並針對此做出決定。此外，SJT的單選題答案都是能力、經驗與人格的綜合結果。近來，已有許多人已經開始著手打開SJT測量的神秘黑箱，再者，答案的操作指示也有相關。特別的是，2007年McDaniel等人的後設分析法報告說明SJT的知識指標(knowledge instructions) 對認知能力的測試(0.35)相較於SJT的行為傾向指標(behavioural tendency instructions)對認知能力的測試(0.19)為高。相反的，SJT的行為傾向指標(behavioural tendency instructions)對於合群程度(0.37)、責任感(0.34)、情緒穩定(0.35)比起SJT的知識指標(分別數據是0.19, 0.24, 0.12)具有高度的相關。這項結果更確認了SJT對於知識指標應被認為是「最佳表現測量」，而SJT的傾向行為指標則是「典型表現測量」。

實用性


從上述中發現，SJT勝過其他相近的評鑑如評鑑中心AC最大的一項優點，就是可以用來立即測試大批的應試者(透過網路)。近來的研究確認了透過SJT書寫式跟網路式的相近點(Ployhart et al., 2003; Potosky and Bobko, 2004)。雖然網路測試方式是一項重要的優點，跟其他甄選過程相比不代表能滿足SJT的經濟效能(成本考量)。


任何甄選過程的經濟效能被甄選過程效標關聯效度和牽涉的價值所決定(Cronbach and Gleser，1965)。不幸的是，沒有任何的研究測試過使用SJT的的經濟效能，因此我們分別討論兩個主要的面向：一、效度，有後設分析的證據顯示支持SJT的效標關聯效度。此外，後設分析的證據關於SJT的增進效度在認知能力和人格方面，在選任戰場上對於SJT的實用性被當成是一項爭論點。二、發展過程花費，平均來說，為特殊組織的特別工作發展書寫式的工作情境測驗花費約在六十萬和一百二十萬美金。這些龐大的花費估計要謹慎的說明，首先，這些研究中的花費指的是特殊工作的情境判斷測驗，當為特殊的組織中規劃特別的工作情境判斷測驗，量身打造的過程會比一般的情境判斷測驗花費較高。第二，上述的情境判斷的發展花費是一項預算，這表示上述我們所提到的所有發展階段只是預估。有時候，一些必備的訊息，如關鍵事件可能是有用的。第三，這些花費預估並不包含研討會，例如SJT效標關聯效度的研究、應試者樣本的常模。第四，這些發展中的花費都是書寫式的情境判斷測驗，錄影帶式的情境判斷測驗將會花費較高，當這些方式包含了稿本製作、演員僱用、表演拍攝、和影片編輯。此外，錄影帶式情境判斷測驗的行政管理成本較高，當技術投資(VCR，PCs)必須用來執行錄影帶或是多媒體式的情境判斷測驗上。根據這些而言，McHenry and Schmitt 在1994年，提醒錄影帶式(多媒體)測驗估計比一般的估算要多上兩倍。

負面效應

這個問題解決了對於是否特殊團體，例如白人、男性和年輕的應徵者在SJT系統上得到較高的分數話題?目前，只有種族和性別在情境判斷測驗表現成效上被檢驗。


說到種族，SJT分數的平均數差異在少數種族上通常小於認知能力的測試 (Jensen，1998)。Nguyen 等人2005年在後設分析中發現SJT分數的平均數差異在白人跟黑人的標準差是0.38，而有利於白人候選人。重要關鍵決定因素在於情境判斷測驗跟認知能力的關連是否對SJT呈現不利的衝擊。這個相互關係透過研究解釋了大部分所有種族差異的平均數。因此，少數種族的差異性在白人跟黑人上是相當降低的，假如SJT的測量主要在非智力的工作表現方面。加上錄影帶式的SJT比起書寫式的SJT有較少的負面效應，因為錄影帶式具有較少的認知能力負載(Chan and Schmitt，1997)。最後，SJT的行為傾向指標(典型表現測量)顯示出較低的負面效應，跟知識指標相比而言(Nguyen 等人，2005a)。帶給他們較少的負面效應，SJT一連串使用中發現在最大實用性和减少負面效應之間的平衡點(Pulakos和 Schmitt，1996)。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較低的SJT信度可能無法完全解釋較低的少數種族差異發現。


談到性別，女性的得分稍稍的比男性在SJT上較好。在他們的後設分析中，Nguyen人於2005年發現平均數的差異在男性跟女性的標準差是0.10，對女性較有利。這項性別偏向可能是性別的差異性在SJT情境中的人格特性裡所引發。這些模擬場景是自然中發生的人際關係，一般來說，女性通常在合群程度跟責任感特徵上得分較高(Costa 等人，2001)。

應試(徵)者的看法 


一般來說，應徵者比較喜歡與工作有關的甄選工具，因為容易理解。那就是其中一個理由為何工作樣本和評鑑中心練習，被一般所接受喜好的評分方式(Hausknecht 等人，2004)。關於這一點並不令人感到訝異，應徵者對SJT的反應，表現對SJT的理解是喜好的，而且錄影帶的方式比起書寫式甚至有更多的正面接受 (e.g. Chan and Schmitt，1997)。此外，Richman-Hirsch等人在2000年說明多媒體式的SJT比起相同的電腦化和書寫式的SJT被認為更有效、更有趣、更現代化。近來，Kanning等人於2006年檢查應徵者對SJT題目的理解度變化範圍，在互動性、模擬的真實性及作答真實性。互動式的SJT在模擬項目中使用錄影帶而作答的部分得到最高的評分。

造假性

給予SJT評價是低真實性的模擬及使用自我報告方式，以上有關的內容去檢驗他們易於謹慎的作答(例如:假性良好)。Hooper 等人在2006年總結了研究證據並發現作答者被要求盡可能的誠實作答和被要求造假，在平均數上的差異變化量在0.08，標準差是0.89。他們也推斷出 SJT跟人格測量相比造假性較小。


有趣的是，Hooper等人於2006年認為一些因素可能會使得SJT更為造假，而從這項研究中也可解釋差異性的大小。首先，當SJT的題目有強大的認知負載，造假性就會較小(Peeters and Lievens，2005)。第二，易懂的題目更容易造假。第三，作答的操作引導是關鍵因素，當這些因素影響了認知負載和SJT造假答案的數量(Nguyen et al., 2005b; Ployhart and Ehrhart, 2003)，行為傾向指標比知識指標更易造假。最後，研究設計的方式扮演重要的角色。實驗研究跟真實生活的甄選相比，實驗研究是較糟的模擬。這種的實驗研究設計運用造假的方式和觀察是否應試者會在考試中造假(例如:有能力造假)，這點跟應試者在真實的情境中作弊的情形(例如:動機型的作弊)，並不是相同的議題。

練習和訓練的影響


當甄選過程變得普遍，易被假設應徵者將會參加商業性的考試訓練課程，並且採取策略來改善他們的測試分數，增加他們被錄取的機會。接下來的議題提出了疑問:SJT表現能透過訓練而增進嗎?


目前只有一份研究談到這項問題。Cullen等人在2006年檢驗SJT的訓練效果，為了重要事件的甄選過程(例如:大學入學過程)。結果顯示一些SJT易被訓練所影響，這些結果表示當在重要的事件中，必須謹慎小心的使用SJT(例如:任用、核發執照、和鑑定考試)。


同樣的議題探討是否應徵者重測SJT時能提高分數，這方面的研究是不足的。Lievens等人(2005b)說明SJT的重測效力不比那些傳統的測驗(認知能力)還大。一個重要的評鑑機制(moderator)被認為是建構SJT複本題目的方法(Clause et al., 1998; Oswald et al., 2005)。尤其是，Lievens and Sackett (2006b)比較各種複本題目發展的方法，包含複本題目中相似選項的差異性。這個方法在SJT的複本題目中建立了少量的相近性(例如:SJT題目的隨機抽樣法)，導致少量的重測效應，然而，這個方法也降低「複本」題目間的低關連性(0.30s中)。

未來研究的方向


雖然SJT本身已經建立了有效的預測指標在雇用員工及教育方面，我們對SJT只是初步的了解。未來研究的第一步，我們需要增加探討為什麼SJT能預測工作表現行為的原因。先前的研究測試過認知能力、經驗、和人格，這只是初步的開始，近來程序性知識(procedural knowledge)和傳統研究已經解釋了他們為何能預測工作表現(Motowidlo et al., 2006)。而這點為SJT打開一扇窗，並帶來更多可能性的研究理論基礎。


未來研究的第二步，我們應該測試效度跟SJTs 有關的其他選任過程的實用性。我們需要更多研究來觀察SJT的增進效度，透過其他低真實性的模擬，如情境面試(situational interviews)和行為描述面試(behaviour description interviews)。同樣的，SJT透過真實性模擬(評鑑中心練習)的實用性應該被測定，因為許多評鑑中心已採用SJT增設「多元情境演練(Multiple Situations Exercises, MSE)」項目，尤其是對於主管人員的甄選。在這個比較性的研究中，保持甄選的階段及建構測量的持續性是很重要的。在這點上，能夠檢測是否SJT能成為一個測量方法其價值勝於其他的甄選過程。


第三個批判點在目前研究基礎，需要了解不同的SJT特徵如何影響其效能，一些初步的行動已經開始往這個方向前進。上述值得注意的是，先前的研究(Chan and Schmitt, 1997; Lievens and Sackett, 2006; McDaniel et al., 2007) 已經確定了模擬真實性的程度(書寫式和錄影帶式)以及作答的操作指引(知識為主和行為傾向為主的比較)被當成測量SJT認知負載的重要關鍵。我們需要更多的研究觀測其他SJT特徵對負面效應和效度的影響。一些例子是使用題幹、主題專家的種類、選項的具體程度(the level of item specificity)、或是題目的長度。一般來說，建構一項SJT的內容領域分類是有用的，以及測試不同的內容如何被SJT在分數與內在外在關聯性(人格和認知能力)的影響關係。


第四點，我們歡迎研究來實驗SJT新的情境和作答方式，卡通式的SJT就是一個新的模擬情境例子。雖然卡通式的方式不容易抓到錄影帶式的精隨，但這比較容易透過網路來進行。另一個新的作答方式包含讓應徵者觀看錄影帶式的情境，並要求他們用行動來作答，且過程被攝影機或是網路攝影機所拍下。未來的研究應該比較這些創新跟傳統方式的效能。


假如SJT真的想要往國際化的甄選模式前進，第五項爭議的研究領域就在SJT跨文化的傳達(Lievens，2006)。那就是SJT的發展能夠傳播到另一個文化?而且在另一個文化被用來當成有效的預測指標?另一項有關這個主題的少數研究，Such and Schmidt (2004)測試了相同SJT在不同國家的效度，在一半的國家中是有效的，如英國和澳洲。相反的，在墨西哥是無法預測的。SJT對其他情境的類推性(generalizability) 應該會涉及SJT用在不一樣的情境上(例如:工作、組織、文化)，且為了不一樣的預期效標。在SJT跨文化的應徵者中，針對該文化修改評分關鍵對評鑑及效標可能是更適合的方法。研究需要測試這項邏輯，目前為止，沒有任何的研究探討文化差異上的題幹、答案選項、或是跟SJT相關的建構作答連結。 

肆、結論與建議
這份報告說明了SJT的特徵和優缺點，SJT重要的優勢在於能夠表現出效標關聯效度和增進效度透過認知能力和人格方面。進一步，應徵者對於工作相關的SJT也給予正向的回應，並且對少數族群而言，比較其他認知能力測驗 (假如SJT的認知負載較低)，SJT也具有較少的負面效應。最後，SJT也能被用來立即測試大批的應徵者(透過網路)。說到缺點，SJT可能易於受造假、練習和訓練所影響(人格基本量表的程度較少)。此外，大部分的SJT是特殊情境的操作，為特殊工作(工作群)或文化發展SJT是必要的。
最後本報告建議：我國警察人力招募雙軌新制，針對受過警察教育訓練學生的警察特考所採用的「警察情境實務測驗」，是一種情境化評估個體訓練成效的方式，題目是根據「實務操作標準作業程序」或某些實務課程內容而作的案例式設計，與真正標準化、用以測量判斷能力特質的SJT並不一致。另一軌對於一般高中或大專畢業生的警察人員考試是最適合採用SJT，但卻反而未採用，這是未來制度調整應加以討論的。實務上分局長和局長的甄選，其實也很適合採用SJT或是MSE。但如要達到真正標準化的SJT，必須仰賴更多本土化實證研究的累積，尤其是經由實務專家組成的「問題發展小組」應成為典試的基礎。不過這個領域的發展對於未來警察處理各種臨時情境的判斷能力應有更深入的認識，而怎樣設計「情境實務教學」才能提昇警察情境判斷能力，則是另一個更為深奧、尚待證明的問題。
附錄一：美國應用SJTs的執法機構
(一)實施標準化SJT

 City of Anaheim, California

City of Lakeland, Florida

 City of Los Angeles, California

 City of Modesto, California

 City of Minneapolis, Minnesota

 City of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City of Reno, Nevada

 City of St. Paul, Minnesota

 City of San Diego, California

 City of Sanger, California

 City of and County of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City of Santa Rosa, California

 Clark County, Nevada

 King County, Washington

 Roanoke County, Virginia

 Salt Lake County, Utah

 Washoe County, Nevada

 State of Arkansas

 State of Maryland

 State of Nevada

 State of New Jersey

 East Bay Municipal Utility District, California

 Las Vegas Valley Water District, Nevada

 Los Angeles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Orange County Superior Court, California

 Refinery Terminal Fire Company, Texa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olice Department
(二)SJT併入評鑑中心多元情境演練(Multiple Situations Exercises)
 City of Anaheim, California

 City of Chattanooga, Tennessee

 City of Corpus Christi, Texas

 City of Livermore, CA

 City of Los Angeles, California

 City of Oakland, California

 City of Reno, Nevada

 City of St. Paul, Minnesota

 City of San Diego, California

 City of Stockton, CA

 East Bay Municipal Utility District, California

 Clark County, Nevada

 King County, Washington

 Washoe County, Nevada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 Sacrament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Davis

 State of Washington
附錄二：執法人員情境&判斷問題手冊說明
在蒐集的資料中特別是Craig A. Zendezian博士所撰寫的「執法人員情境&判斷問題手冊」，他是市政府及州政府各類司法及警察人員招募和陞遷的顧問，30多年來一直在訓練執法機構人事人員在招募時如何面試，也有許多這個領域的研究著作。這本小冊子裡的題目都是過去警察筆試的考古題，這些問題是由曾在勤務中遇到類似情境的「問題處理小組」發展出來。每個問題都很有可能在現實生活中發生，且需要適當的回應。仔細的閱讀說明並且計時答題，試著模擬一個最好的實際測驗環境。作答環境應避免分心跟噪音，找一個有適當照明且通風的房間。一旦你開始做這個限時練習，要持續到時間終了。在正式的測驗環境下，要依序作答，且不允許回頭作答或更改，時間一到就會馬上連同題本一併收卷。
假設情境式的問題

一種常被出題者用來評量一個人使用常識能力的測驗方法，就是問一個問題讓執法人員處於一個需要用到解決問題能力的情境或狀態。這些問題不需要以前有當過警員的工作經驗，並且是基於真實、逼真而且警察執勤會碰到的情況。最常用來問這類型問題的方法是把一群警員放在一起，問他們警員最常遇到的情況。

這些被稱為“假設”或“情境”式的問題練習常遵循相同的輪廓:

a. 通常會有10、15 或20個題目。時限為5分鐘10個題目，12分鐘15個題目，或18分鐘20個題目。要知道時間限制。

b. 一旦時間到，你不得返回作答，這些題目通常是測驗本單獨的一部分。

c. 要確定把答案填在適當的答案紙上。

d. 一個簡短的故事(通常是一個段落)解釋員警正遇到的情況。

e. 詳情只限於提供的訊息中，受測者不得推論描述以外的事。

f. 受測者必須擔任故事中警察的角色，他/她將會被要求回答所面臨的問題。

g. 受測者必須始終認識到其將採取行動的後果，這行動將對某些人有益還是有害呢?一個明理的人會評斷這些警察的行為是公正還是不公平呢?

h. 受測者必須注意時間，該問題是否需要立即採取行動?行動是否可以延遲?這些問題的答案將會大大地影響選擇。

i. 在段落的最後尋找指引，確定你明白指示。你是被問：“在這種情況下，首先應該做什麼?” 還是“應該在這種情況下做什麼?”如忽略這項指示，將會經常導致對題意的錯誤解讀。
j. 通常每段後會有四、五個答案，仔細閱讀每一個選擇，再決定那個答案是對狀況裡的員警最好的選擇。 

實例：

警員Jenkins 被指派去市區裡的繁忙地帶徒步巡邏。他是四個被派去這個實施社區導向警務轄區的警員之一。很多商人對於有警察於下午4點至晚上12時(星期一至星期六)在街上巡邏感到高興。要走完全部的步巡區大約需要花警員Jenkins 40分鐘的時間。巡邏時，一位不知所措的老婦人接近Jenkins，她聲稱她丈夫得了失憶症而走失。她說他們倆一起來購物，後來不知怎樣她丈夫就不見了，這女性年紀將近八十歲。警員Jenkins一開始應該要怎麼做呢？

a. 打電話給指揮中心執勤員，確認她的丈夫是否已經找著。

b. 打電話給老人中心，確認她的丈夫是否在那裏。

c. 詢問有關她丈夫身分及健康細節。

d. 告訴她你無能為力。

e. 問她是否安好。

正確答案是e – 問她是否安好。

說明

一開始要把自己放在一個每個人被要求回答這種狀況的心情框架裡。了解描述是什麼，而且不要猜測沒有被描述的事。讓你自己對這狀況的詮釋帶你脫離已知的事實。依陳述回答，而非其他。一開始必須先以一般人碰到此種狀況會做何反應來思索，然後才慢慢運用裁量權，特別著重於從警察的角度來解決問題。記得要用常識、良好判斷和推理能力去回答這些問題，不要自作聰明，用太過複雜及專業的推理去回答問題，問題描述出一個充滿情感與關注的情況。

具體解釋
    這問題是問一個警察最初須採取的行動，也就是第一步、一開始。接下來刪除那些最不可能的答案。那就是D—告訴她你無能為力。當然，警察不一定有全部的答案，但也不可說無能為力來回覆一個請求。做這個動作是很無情且不體貼的。現在你已去除一個答案，還剩四個。一旦確認女士安好，選擇B(打電話給老人中心確認他的丈夫是否在那)應該是一個不錯的後續動作，選擇C(打電話給執勤員，確認她的丈夫是否已經找著)也是。

    這兩個選擇應該在選擇E之後。選擇C(打電話給調度員，確認她的丈夫是否已經找著)是第二順位的選擇。它展現出一個意欲幫助他人的人所表現的關懷和注意。然而，警察工作事項的第一步應該是處理正站在他面前的人的健康狀況，然後才是她失蹤的丈夫。幫助提示: 當回答判定類型的問題時，永遠做以下事項:

a. 首先讓自己處於適當的心境，也就是任何人被要求回答這一類型的情況。

b. 了解敘述的是什麼，不推論敘述以外的事。

c. 不要一開始即假設自己是執法人員。先考慮一般人遇到這種類型的情況會有什麼反應後，再進入這種方式思考。

d. 接著微調你的裁量權，特別著重以一名警員的角度去解決問題。

e. 使用常識、良好的判斷及堅實的推理，從列出的情形去選擇你會採取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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